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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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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examining the structural components, settlement plan,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the 

capital city site at Erlitou, it is possible to explore the emergence of the state, kingship, and accompanying 

characteristics. The capital city is composed of roads recently discovered in the central area, walls, huge sacrificial 

pits, and palatial buildings with multiple courtyards as indicated by the No. 5 building foundation. As to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the settlement pattern, all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a capital city appeared in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Erlitou culture. A layout based on intersecting road networks also formed, thus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plan of capital cities in later periods. The open urban system formed during the Erlitou period changed to a closed 

system during later periods. Developmentally, the Erlitou settlement went through an initial phase during which it 

flourished as a capital city, then a period when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the capital city gradually deteriorated. The 

city finally became a high-ranking settlement during the early Erligang period. There is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diachronic changes in pottery typ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ttlement pattern. Kin-based residential-

burial areas define the spatial division of the capital city at Erlitou. The mode of craft produc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large-scale workshop production along with small-scale production loci. 

 

位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发现并发掘已 61年，发掘总面积超过 4万平方米，积累了

丰富的资料
［1］

。遗址包含有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和东汉

等不同时代聚落，其中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存种类和数量最丰富，规格也最高，是目前可确认

的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时代都邑。根据对 1959～2006年发掘资料的研究，发掘者和研究者

曾详细论述过其聚落形态及其历时性变化
［2］

。2010 年以来，对中心区进行了多次系统钻探

和发掘，取得了一些新的重要收获
［3］

，对二里头都邑的聚落内涵、布局及其历时性变化有了

一些新的认识。 

一、二里头都邑聚落构成的新材料 

二里头都邑聚落构成方面，近年在中心区西南新发现墙垣和道路，在宫殿区东北部发现

1号巨型坑，宫殿区东中部新揭露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5号基址（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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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二里头遗址总平面示意图 

中心区西南的墙垣和道路均位于作坊区以西（见图一）。墙垣（Q7）方向 355度，与宫

城西墙大致平行，位于后者延长线以西 17.5～20米。墙体被破坏较多，经钻探知残存长度

约 147米，复原长度约 228米。墙体直接建在生土之上，最宽 1.46米，残存高度约 0.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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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筑质量较好。始建年代不晚于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废弃年代为四期晚段。道路见于墙垣

（Q7）东、西两侧，方向与 Q7 大体一致。东侧道路最宽处超过 24 米，路土西侧斜压于 Q7

东侧边缘，路土质量多较好。西侧道路为南北完全贯通，宽度超过 5.5米。东侧道路或不早

于三期晚段；西侧道路或不早于三期早段，不晚于四期晚段。 

宫殿区内的 1号巨型坑紧邻东北角。平面近似圆角长方形，总面积约 2200平方米，深

度一般为 4～4.6 米，最深达 6.7 米。1 号巨型坑内存在从第一期晚段到四期晚段的连续堆

积。第二期遗存是坑内的主要堆积，发现有陶片铺垫的活动面和道路、多处祭品为猪的祭祀

遗迹、制作考究的房址及灶、坚硬路土面等遗迹。用于祭祀的幼猪完整骨骸均面朝左、背向

右侧身放置，年龄均为半岁左右。第四期局部有密集铺垫陶片的路面 2010ⅤL1。1号巨型坑

外围近旁铺垫料僵石块，与偃师商城宫殿区的祭祀遗迹相似，均位于宫殿区北侧的专门场所，

祭品主要是猪。1号巨型坑可能是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内一处专门用于祭祀的场所。 

5号基址位于二里头都邑宫殿区东中部，与其东侧的 3号基址并列，二者中间以通道和

暗渠间隔。总面积超过 2700平方米，坐北朝南，方向约为南偏东 4.5度。自南向北由四进

院落组成，每进院落包括主殿、院内路土，各进院落的主殿均为以窄墙间隔成不同房间的连

间排房，南侧多有门道，第 2、3号院的主殿北侧也有门道。在第 2～4进院落内共发现三排

5座贵族墓葬，充分的层位关系确证这些贵族墓葬是在 5号基址使用时期埋入，之后基址继

续使用。5号基址的修建和使用年代均为二期。 

二、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的新认识 

（一）二里头都邑的边界与形状 

二里头遗址的现存边界线是 1999～2000年通过对遗址的边缘地带系统钻探和局部试掘

而确定的。这些工作确定了遗址的现存范围、规模及成因，是二里头遗址聚落考古的一个重

大突破。但根据钻探划出的遗址边界线只是二里头遗址范围内古代多个时期文化堆积分布

的最大范围，而非二里头文化遗存分布范围，也不能确定各个时代聚落的较准确边界线。 

近年的发现和研究表明，二里头都邑中心区存在方正、规整的“井”字形道路网络和宫

城城墙。“井”字形道路网络连接交通，同时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其中心围起的空间恰好

是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集中的宫殿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和祭祀区分别位于宫殿区的南、北

侧，贵族居住和墓葬区拱卫在宫殿区周围，可见，二里头都邑规划缜密、布局严整。遗址的

东部边缘经发掘、解剖，可能为一排南北长达 500 米左右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坑状堆积，为有

意规划的都邑原始边界
［4］

。宫殿区东侧大道和都邑东缘的距离，与西侧大道和遗址西侧南段

的距离大体相当。由此推测二里头都邑的西部边界大致在西侧南段和最西北角的连线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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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一），二里头都邑原始的平面形状可能较规整，宫殿区在都邑东西方向的中线、南北

方向上略靠南。其他边缘多被古、今洛河冲刷破坏，已远非二里头时代聚落分布范围的原貌。

现今洛河北岸古城村西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因距离二里头都邑北缘 600米左右，如与二里头

都邑为同一聚落，则宫殿区过于偏南，因此推测，二里头都邑的北缘，大致在 1994年发掘

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现洛河南岸河堤以北 100 米左右区域，古城村二里头文化遗存是二里

头都邑近旁一处同期聚落。 

（二）宫殿区布局的新认识 

新发现的 1 号巨型坑，为二里头都邑首次发现延续使用多期的巨型坑类遗迹，填补了

二里头都邑内涵的空白。综合钻探和发掘资料，我们认为 1号巨型坑是为修建大型夯土工程

而取土形成，之后在坑内长期用猪进行祭祀，同时也居住、踩踏行走等活动，还用陶片铺垫

了道路。其为认识二里头都邑的布局、探索宫殿区内大型夯土建筑的用土来源、研究二里头

早期国家祭祀制度和偃师商城相关祭祀制度的源头等提供了重要新资料和线索。 

5号基址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多进院落大型夯土基址，是中国后世多院落

宫室建筑的源头，将“多进院落”建筑模式的源头上溯到 3700年前。其与 3号基址这种外

围无围墙、多进院落、院内有贵族墓葬的宫室建筑格局和内涵，以及宫殿区外围无围墙的都

邑整体布局，构成了二里头文化早期宫室建筑、宫殿区布局的独特特征。上述几点布局特征，

均未传承到二里头文化三、四期。 

（三）作坊区西侧道路和墙垣的性质 

宫殿区四面围墙均在道路网络围起的空间的内侧，围墙外侧有宽达 10～20 米的道路。

作坊区东侧和北侧东段发现的墙垣 Q5、北侧晚期新建的墙垣 Q3及道路情况大致相似，墙垣

直接修建在生土之上，内侧无道路，而外侧有较宽的道路（即宫殿区东侧的道路 LE、南侧

的道路 LS）。而墙垣 Q7位于宫城西墙延长线以西 20余米，也即位于与宫城西墙西侧的大道

LW 成一直线、最宽达 24 米的道路西侧；因此，作坊区西侧道路可能为宫殿区西侧道路 LW

向南延伸的路段，墙垣 Q7可能是作坊区以西区域外围的大型围垣设施的东垣，而非作坊区

的西垣，作坊区的西垣应在宫殿区西侧道路的东侧。 

（四） 居住和墓葬区 

二里头都邑尚未发现大型墓葬和大型墓地，但在多处发掘区均见到小型墓地，可能存在

着家族墓地，且同一亲属集团（家族）内部社会分化较为严重
［5］

，墓地近旁多有相应的居住

遗存。 

宫殿区东侧的Ⅲ区、V 区发现较多墓葬，据说 1949 年之前也多次发现裹在朱砂里的铜

器和玉器，应是一处墓葬集中区，墓葬等级涵盖了出铜器的 I级墓到出陶器的一般墓葬。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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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1978年之前在圪当头村西北发现大约成一直线分布、相距不远的ⅢKM1、M2、M6、M10等

多座墓葬；1980 年秋至 1981 年春大致在此区域发掘 6 座二期至四期的墓葬；同时发掘多

座时代为三期早段至四期晚段的夯土建筑基址。Ⅴ区圪当头公坟一带 1959～1978年发掘出

ⅤKM4、KM8、KM11，1980年发掘出一座 I级墓 1980ⅤM3，1981年发掘出 6 座墓葬，时代从

二期至四期均有，在一座夯土基址的近旁。此区域从二期至四期的各级居住遗存的附近即是

不同等级的墓葬，墓葬区在居住区内，与居住区相伴共存，有的夯土建筑的附近十几米即是

不同等级的墓葬，有的墓葬修建在早期夯土建筑之上，并被晚期的夯土建筑覆压，墓葬区与

居住区紧密相关。 

Ⅳ区范围内，1982～1984 年在铸铜作坊发掘出从二期到四期的墓葬约 90 座，分布集

中，有随葬铜爵、玉器、象牙器和漆器的中型墓葬，更多为小型墓葬，涵盖了各个等级，应

为一处小型墓地。同时此次发掘中发现有房址和灰坑等生活遗存，墓主人或与铸铜手工业有

关，墓葬区和居住区相距不远。 

Ⅵ区范围内，在东汉封土大墓东侧，1975～1976 年发掘出近 10 座墓葬，1980 年发掘

出房址、路面、灰坑、水井和 6 座墓葬；在南侧 1984 年清理 10 余座墓葬和 1 座大房基，

1986～1987 年发掘 58 座各级墓葬及房基 9 处、灰坑近百个，1989 年清理房址 2 座、灰坑

10 个、墓葬 6 座，1991 年发掘二至四期的夯土基址、地层、墓葬、水井、窖穴、灰坑等。

该区的墓葬从二期到四期均有，等级包括出土物最丰富的 I级墓葬和一般墓葬，还有尸骨不

全的墓葬。此区域各级墓葬和居民生活区并存。 

Ⅶ区范围内，1975 年曾在作坊区以西百余米处发现一批铜器、玉器、陶器等，包括 1件

铜爵、1 件玉钺、1 件玉牙璋、二里头文化目前唯一的 1 件七孔玉刀、1 件柄形玉器，还有

圆陶片和数十枚小绿松石（片），它们极有可能出自墓葬
［6］

。如此丰富且高级的遗物，推测

出自同一墓葬 1975ⅦKM7,则该墓葬属于目前所知最高等级的墓葬之列。我们曾在作坊区以

西钻探到夯土遗存，表明该区域同样是贵族居住区和墓葬区并存。 

Ⅷ区范围内，1960 年在 1 号夯土建筑基址西北约 80 米发现 10 余座Ⅲ级到Ⅴ级小型墓

葬，同时发现有房址、灰坑等生活遗存。1973年在此发掘区西侧约 30米的ⅤT22 第 3层中

发现铜爵、残玉璧戚、残玉铲各一件，第 2 层发现一件残玉铃舌，推测它们原应出自 I 级

墓。还在该发掘区北侧约 65米发现一座残留有玉璧戚、绿松石眼形饰的墓葬（1975ⅧKM5），

也属于 I级墓。该区域钻探出较多夯土，墓葬区和生活区相距较近。 

Ⅸ区范围内，东端在 1982～1983年发掘 210多平方米，发现二至三期从Ⅰ级到Ⅴ级的

各级墓葬 21座，二期较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小型房址，一至三期灰坑（含窑穴和水井）31

座；1992年发掘出二、三期的夯土基址、地层、窖穴、水井、灰坑和墓葬等遗迹。二至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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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居住遗存和墓葬在一起并存，各级居住遗存近旁都有相应级别的墓葬。 

（五）手工业生产地点 

二里头都邑较为明确的手工业作坊有铸铜作坊
［7］

、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制骨作坊
［8］

，制

陶遗存仅发现不足 10座陶窑和几件陶垫等制陶工具，分散于Ⅳ～Ⅵ区、Ⅸ区，且二至四期

均有，制陶作坊的更多情况有待继续探索。铸铜作坊位于围垣作坊区南部的中间地带，总面

积 15000～20000平方米，发现包括冶铸及烘烤、预热陶范的场所，房址、灰坑、墓葬等相

关遗迹，以及坩埚、陶范、熔炉残片、小铜块、铜渣、木炭等遗物。围垣作坊区的东北部存

在着以料坑 2004ⅤH290 为中心、面积不小于 1000 平方米的绿松石器作坊，发现有加工工

具、原料，以及加工的嵌片、珠等成品、半成品、残次品、废料等
［9］

。至少存在两处制骨作

坊，一处位于宫殿区东侧中南部，距离宫城东 3 门址、4 号基址较近；另一处位于 1983～

1986年发掘的第Ⅵ区。 

此外，还存在多处手工业产品生产、加工地点
［10］

。在宫殿区东中部及作坊区东北部四

期晚段可能还存在着零星的、小规模的青铜器冶铸点，但无法判断属于二里头都邑废弃之前

还是之后的遗存。4号基址东部及东南的 2003ⅤT36 内出土千余粒绿松石料，可能存在一处

加工地点。宫殿区东部、作坊区东北部的多个地点也发现制作骨器的遗存，但规模均较小。

至今没发现大规模的石器加工作坊，但在宫殿区东北部、西南部、作坊区东北部等存在多处

石器加工地点。遗址东北部Ⅲ区 2000年发掘区近千平方米范围内，可能存在生产石器、骨

器和角器的作坊或较大加工地点。 

二里头都邑出土的数量众多、工艺高超的玉器，应该是同铜器、绿松石器等贵重手工业

产品一样，在二里头都邑的围垣作坊区内制作的。但与制玉有关的遗存尚未发现，有待继续

探索。 

三、对二里头都邑聚落布局历时性变化的新认识 

（一） 二里头文化一期 
二里头文化一期，二里头遗址范围内突然出现一批先民定居、生活

［11］
，遗存散布范围

超过 100万平方米，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内最大的遗址。1号巨型坑在一期晚段已经开始挖

坑取土，但面积可能略小。1号巨型坑应是为了解决大型夯土建筑的用土而挖掘形成，或可

旁证此时已有大型夯土工程。遗址中已发现几件铜制品，可能已出现青铜冶炼活动。中部出

现制骨加工活动
［12］

。有随葬觚、爵、鬶等陶质酒礼器和鸭形鼎、绿松石珠的墓葬，还有象牙

器等规格较高的器物。此期二里头很可能已成为区域性中心聚落，或已作为都邑，为以后二

里头都邑的全面兴盛奠定了基础（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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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二里头都邑二里头文化一期布局示意图 

（二） 二里头文化二期 

二期时，二里头都邑迅速全面兴盛，都邑面积扩大到约 300万平方米，所发掘的区域均

有此期的遗存。二期早段开始，中心区陆续开始构建“井”字形道路网络（为了便于行文表

述，分别将宫殿区东、南、西、北侧的道路简称为宫东路、宫南路、宫西路、宫北路），至

迟在二期晚段“井”字形道路网络已经形成。以“井”字形道路网络为主体框架，宫殿区、

祭祀区、作坊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等轮廓初现，二里头都邑“九宫格”式分布格局基本形

成
[13]

，大型夯土建筑的方向、朝向确定，大致为南偏东 6度左右，奠定了都邑规划布局的基

础，并一直持续到都邑存在的末期（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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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二里头都邑二里头文化二期布局示意图 

“井”字形道路网络围合的中心区域形成宫殿区，总面积约 10.8万平方米。二期早段

至少已建成 3号、5号两座多进院落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二者位于宫殿区东中部，东西并

列，中间有道路和排水沟相隔。3号基址多被 2号基址叠压，至少由三进院落组成，其西侧

有经统一规划、在同一建筑轴线上的西庑。5号基址的面积超过 2700平方米，有四进院落。

3号、5号基址院内活动面中均发现多排、多座贵族墓葬，出土有铜铃、玉器、绿松石龙形

器、绿松石珠、漆器等高规格器物。宫殿区西南出现一座中型墓葬ⅤM22。宫殿区内的 1号

巨型坑取土面积扩大到约 2200平方米，深度达 4 米左右，取土的体量约 9000立方米，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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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第 2期夯土建筑的用土量大致相当。巨型坑挖成之后，在坑中铺垫陶片、长期踩踏形

成坚硬的活动面等，修建带有较大圆灶、夯打坚硬的小房子并在内居住，多次用完整的幼猪

或部分猪身祭祀。 

在二期、三期之交，在宫殿区外侧的“井”字形道路靠近内侧的路基之上，修建宫城城

墙，对宫殿区进行封闭、围护，内外两侧道路继续通行。 

在宫殿区以东、以北（Ⅲ、Ⅵ、Ⅸ区）开始形成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均出现夯土建筑，

以东区域还发现出土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的中型墓葬 1981ⅤM4、2016ⅢM1[14],以北区域

发现有中型墓葬 1982ⅨM4。作坊区以西区域修建墙垣 Q7,可能也已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以

北区域出现坛类祭祀遗迹 1985ⅥF3,墠类遗迹 1987ⅥF7、1995ⅨC6、C14及相关墓葬，祭祀

区应已形成。 

宫殿区以南的宫东路、宫西路延长线以及宫南路所围空间的内侧，二期晚段时筑起墙

垣，目前已经发现了东垣、北垣和东北角，其内已发现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该区

域当为作坊区。青铜冶铸点可能不止一处，分别位于宫殿区东北部、南部和作坊区的毗邻地

带。二期晚段随着作坊区围垣设施的出现，冶铸活动开始汇集至作坊区的南部，逐渐形成了

铸铜作坊，空腔的青铜铃和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等重要铜制品的生产，可能在此作坊内进行。

铸铜作坊出现随葬玉器的中型墓葬（ⅣM11），表明墓主等级较高，可能是管理人员或高等级

工匠。作坊区东北部出现绿松石器加工作坊，龙形器、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等嵌片类和较多

管、珠类绿松石制品可能都在此作坊制作。宫殿区东侧中南部的 1号制骨作坊（前文“遗址

中部”的“骨器加工点”）开始较大规模生产骨器。 

都邑东部边缘挖掘多个取土坑，它们基本南北一线，与中心区南北向道路大体平行，形

成沟状堆积，是遗址的东部边界，应具有区划的作用。 

（三）二里头文化三期 

三期时，二里头都邑继续前期的发展势头，并有较大发展。该期遗存遍布整个遗址，继

续沿用“井”字形道路网络规划的都邑框架，大型夯土建筑继续沿用二期确定的朝向。同时，

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1）二期、三期之交，宫殿区外围建成宫城城墙，将宫殿区封闭围护，

与其他区域明确分隔，突显宫殿区的核心地位。（2）二期时多进院落格局的 3号、5号夯土

建筑均废弃不用，新建了四面有围墙、廊庑、封闭的 1号、2号夯土建筑，以及相关的 7～

9号夯土建筑、2 号墙、4号夯土建筑，2号夯土建筑甚至直接修建在 3号夯土建筑之上；1

号、7～9 号夯土建筑与 2 号墙组成 1 号夯土建筑群，1 号基址主殿、南大门与 7 号基址基

本在同一轴线上；2号与 4号基址组成 2号夯土建筑群，2号基址主殿、南大门与 4号基址

基本在同一轴线上。（3）宫殿区夯土建筑院内不再埋葬中型墓葬（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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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二里头都邑二里头文化三期布局示意图 

宫殿区以东、以北的夯土基址、随葬品丰富的中型墓葬，以北区域的祭祀遗迹都继续增

加。宫殿区以东发现的中型墓葬有ⅢKM1、ⅢKM2、1976ⅢKM6 和 KM10、1980ⅢM2 和 M4、

1975ⅤKM4 和 KM11、1978ⅤKM8、1980ⅤM3 等。宫殿区以西发现的中型墓葬有 1975ⅧKM5，

青铜爵 1973YLⅧT22③：6很可能也来自于中型墓葬，表明此区至迟在三期成为贵族墓葬区。 

铸铜活动集中在作坊区的铸铜作坊内，铸造的铜器种类和数量均更加丰富，除了继续铸

造工具、武器和铜铃、铜戈、铜戚之外，创新使用复杂的分范技术铸造空腔的容器――铜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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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区东北部绿松石器作坊、宫殿区东中部的 1 号制骨作坊继续加工绿松石器、骨器，可能

规模更大。 

（四）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至四期晚段第 1 阶段[15] 

这一时期，二里头都邑持续繁荣发展。 

二期以来的“井”字形道路网络规划的都邑框架、二期和三期之交修建的宫城城墙、宫

殿区、三期修建的夯土建筑群继续沿用（图五）。 

 

图五 二里头都邑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至四期晚段第 1阶段布局示意图 

中型墓葬有宫殿区以东的 1986ⅡM1、2015ⅤM7[16]，以北的 1975ⅥKM3，1984ⅥM6、M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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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1，1987ⅥM57 等，作坊区以西的 1975ⅦKM7，同时这些墓葬的近旁都钻探或发掘到夯土基

址或祭祀遗存。这些区域仍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 

铸铜活动仍然集中在作坊区的铸铜作坊内，铸造技术更加成熟、规范。新创造出铜斝、

铜盉等多范复合容器和铜钺等武器，同时容器的体量大增、厚度加厚、厚薄均匀，铜钺、铜

斝、铜爵等铜器外表出现网格纹、圆圈纹、弦纹和乳丁等；青铜器比例增加，技术更加成熟。

镂空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显示出高超的镶嵌工艺。 

绿松石器作坊继续加工绿松石器，同时在宫殿东中部 4 号基址东南，可能也存在一处

嵌片类绿松石器加工地点。制骨手工业的生产中心可能发生了迁移，即由 1号作坊迁至位于

Ⅵ区的 2号作坊。 

（五）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第 2～4阶段 

四期晚段第 2阶段，二里头都邑的道路网络、宫城城墙、1号基址群、2号基址群等政

治性、礼仪性大型工程均出现数量不等的破坏性灰坑，这是以往不曾有过的现象；特别是来

自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的文化因素突然成组出现于二里头都邑，且破坏了 1号夯土建筑基

址等政治性、礼仪性大型建筑。在宫南路东段修建了 10号夯土建筑，破坏了二里头都邑原

有布局框架。这些都是对二里头都邑原有的主体要素、布局框架、统治秩序的沉重破坏。二

里头遗址原宫殿区范围内 2 号基址以北虽新建了 6 号夯土建筑，但整体规模大大减小。在

作坊区北部原 5 号墙南侧增修了 3 号墙。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都继续发挥作用，

可能铸造出了铜鼎和铜斝（可能还有铜觚，均出自于 1987VM1）。以上情况表明，二里头遗

址仍是规格较高的聚落，是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重要城邑，但其主体使用者应属二里岗文化系

统的人群（图六）。 

上述 6号和 10号夯土建筑、3号夯土墙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在四期晚段第 4阶段废弃，

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也废弃不用。经过短暂的空白期之后，到了二里岗文化晚期阶

段，二里头遗址彻底沦为一般的聚落。 



赵海涛：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 

• 121 （总）• 

赵 

 

 

图六 二里头都邑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第 2～4阶段布局示意图 

四、结论 

（一）二里头都邑构成的主体要素与总体布局框架 

根据现有发现，在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仅二里头遗址的面积在 200万平方米以上，

其他遗址面积最大的仅 100多万平方米；仅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井”字形道路网络、宫殿

区、宫城城墙、大型夯土建筑群、围垣作坊区、铸铜作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贵族居住区、

贵族墓葬区、Ⅰ级墓、坛及墠类祭祀遗存、青铜礼器群、玉质礼器群、绿松石礼器群等高规

格遗存。上述高规格遗存构成了二里头都邑的主体要素。其中乂以“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

最为重要，它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形成“九宫格”式宏大格局，确定了都邑规划布局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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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框架，并一直沿用到都邑存在之末期。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这三个最重要的区域

恰好在“九宫格”的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祭祀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制造贵族奢侈品

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都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都邑内部形成“宫殿核心区-祭祀区、官营作

坊区、贵族居住、墓葬区等中心区-一般居住活动区”的“向心式”规划布局结构，层次清

晰，等级有序，乂完全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都城

规划特点。加上二里头都城所处的天下之中的中心位置，充分体现出二里头早期国家等级分

明的社会结构和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足以显示二里头王者在都邑建设中“辨方正位，体国

经野”的政治抱负。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或国家中规模最大，等级和规格最高，是其唯

一的都邑，是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统治的中心，独具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

朝礼制已经形成。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中晚期高度对应。 

（二）二里头都邑布局的历时性变化及原因推测 

二里头都邑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时进入全面兴盛阶段，在中心区规划形成“井”字形主

干道路网络和“九宫格”式布局。二期时都邑的总体布局是开放性的。整体布局上，除了二

期最晚时段在作坊区东北部及以西区域修筑了质量不好的墙垣之外，中心区其他大部分区

域只有道路网络象征性地分区、隔离，多未修建墙垣严格区分，特别是宫殿区外围也无墙垣

围护。宫殿区内以 3号、5号基址为代表的夯土建筑的总体布局，也为多进院落、外无围墙

的开放式布局，甚至在夯土建筑使用时期在院内埋葬多座贵族墓葬，这一方面显示了夯土建

筑的特殊功能，也显示了其开放性的特点。在宫殿区内的大型夯土建筑院落内埋葬贵族的情

况，目前仅见于第二期的 3号、5 号夯土基址。 

三期时，二里头都邑的布局发生较大变化，整体上由开放转向封闭。二期、三期之交，

宫殿区外围全面建成夯土墙垣，将宫殿区封闭围护，与其他区域明确分隔，突显宫殿区的核

心地位。二期的多进院落、开放式夯土建筑（3 号、5号基址）废置不用，改为修建墙垣围

护四周、主殿居于其中、中轴对称的封闭四合院式夯土建筑群，甚至在第二期的 3号夯土基

址上面重新修建了 2号夯土建筑。同时，也不在夯土建筑院内埋设贵族墓葬及一般墓葬。但

二期时“井”字形道路网络所规划的“‘井’字形九宫格”式都邑整体布局，大型夯土建

筑的朝向和绝大多数墓葬的方向，则与二期保持一致，并沿用至四期晚段第 1阶段，表明都

邑的上层人群未发生变化；三期至四期晚段第 1阶段的出土陶器也与二期的陶系构成、形态

特征一脉相承、延续发展［17］，也表明都邑的主体人群也并未发生变化。宫殿区和宫室建

筑布局和内涵的较大变化，应是统治阶层的规划理念、礼制观念和统治思想发生了变化，或

是统治阶层的控制力和权威加强的体现。 

四期晚段第 2阶段，二里头都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井”字形道路网络、宫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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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1号和 2号夯土建筑群等都邑主体要素大多遭到破坏，且未新建同等规模、同一文化属

性的都邑主体要素，在二里头文化其他区域也未修建同一文化性质的都邑。来自下七垣文化

和岳石文化的因素突然成组出现于二里头都邑，且破坏了 1 号夯土建筑等政治、礼仪性设

施。新建的 6号夯土建筑主殿外无围墙的布局，与 1号基址群、2号基址群的主殿位于围墙

内的四合院式布局和单体长条形台基的布局均不相同，却与偃师商城宫殿区的多数夯土建

筑［18］、洹北商城宫殿区［19］的夯土建筑在主殿外无围墙的布局相同；10号夯土建筑破

坏了“'井’字形九宫格”式都邑格局，暗示 6号、10号夯土建筑的修建、使用者或为二里

岗-洹北商城文化系统、二里岗政权的统治者。与此同时，郑州荥阳大师姑、东赵，新郑望

京楼等二里头文化城邑均遭到破坏而废弃，偃师商城兴起于二里头都邑东北 6公里，郑州商

城持续兴盛。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的铸铜作坊尚未建成，二里头都邑的青铜器和绿松石器生

产作坊仍在使用。这些很可能是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所代表的政权毁灭并取代了二里头文

化所代表的政权，是文献所载的夏商王朝更替的反映。 

二里岗政权统治者还在二里头遗址新建 6 号、10 号大型夯土建筑和 3 号夯土墙垣，继

续使用青铜器铸造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并制作青铜鼎和斝，而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均

未出现此期的铸铜作坊，表明此时二里头聚落在二里岗政权体系中处于较高的级别，仍属于

高规格聚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四期晚段第 4 阶段（约当偃师商城第一期文化晚段、郑州

二里岗下层文化第 2 阶段），郑州商城南关外铸铜作坊、偃师商城东北隅铸铜作坊建成之后，

二里头遗址 6 号、10 号夯土建筑、3 号墙、铸铜作坊、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均受到破坏而废

弃，二里头遗址也被彻底废弃。 

（三）家族式居住和墓葬区 

二里头都邑可能存在的家族墓地，分布在“‘井’字形九宫格”的多个网格中。宫殿区

以东的第Ⅲ、Ⅴ区，宫殿区以北、祭祀区一带的Ⅵ区西部、Ⅸ区东部均发掘出各级居住和墓

葬遗存；南部Ⅳ区铸铜作坊内发现有多级家族墓葬；作坊区以西的Ⅶ区、宫殿区以西的Ⅷ区

发现有中型墓葬，钻探到夯土基址。上述各网格区域可能均为家族式居住和墓葬区。祭祀区

东西两侧、作坊区以东区域均钻探到夯土遗存，可能也为家族式居住区。我们推测，以上不

同区域归不同的家族或集团所有，同一区域为同一个家族或集团各个层级人员的集中居住

地和墓葬区。如前所述，作坊区西侧新发现的墙垣 Q7,很可能是作坊区以西网格的贵族居住

和墓葬区外围大型围垣设施的东垣。我们认为，除了宫殿区、作坊区外围存在墙垣之外，

“‘井’字形九宫格”其他网格的各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外围也应有墙垣围护。上述二里头

都邑无大型墓地、同一家族或集团居住、埋葬在同一个区域，不同家族或集团居住和埋葬在

不同区域的情况，与陶寺文化［20］等新石器时代晚期依然存在大型公共墓地、居址和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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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开的情况迥然有异，而与郑州商城［21］、安阳殷墟［22］等早期王朝都邑的居住、墓

葬制度、社会结构更为接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开创

划时代变化的情况。 

（四）大规模作坊制与小型手工业生产并存 

作坊区处于靠近宫殿区的都邑中轴区，且外围设有围垣设施，表明其为上层统治阶层所

控制、垄断，并为之服务，具有官营性质。其中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设施齐全，

工序繁多，技术水平高超，都经过长期反复使用，表明这一时期的青铜冶铸和绿松石器制作

已经实现了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如前文所述，二里头都邑的手工业生产，存在着大规模

作坊和小型加工地点两种形式。虽有大规模的作坊及围垣作坊区，但并未将手工业生产严格

限定在作坊区和作坊内，而是较为分散，甚至在宫殿区内也分布有小型作坊和加工地点；多

处生产地点同时生产多种质地的产品。这些情况反映了二里头早期王朝多种制度初创时的

相对不成熟特征，也与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情况相一致。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2018 年重点项目“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发掘报告

（2010～2017）”（批准号 18AKG003）、国家文物局项目“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文物保函

〔2020〕250 号）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正文凡引用二里头遗址考古资料而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以下文献。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 年。以下

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墙垣和道路

2012～2013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 1期。 

e.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1号巨型

坑的勘探与发掘》，《考古》2015年第 12期。 

f.赵海涛、许宏：《新探索与新收获：近十年二里头遗址田野考古概述》，《南方文物》

2018年第 4期。 

g.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 

《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5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 1期。 

h.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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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凡引此书，版本均同。 

［2］a.许宏等：《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考古》2004年第 11期。 

b.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都邑制度研究》、《偃师二里头夏都规划探论》，均见《夏商

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c.《二里头：1999～2006）第 1655～1663页。 

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六十年》第 78～9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19年。 

e.Xie,Liye etal.,Settlement Relocation,Urban Construction,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Central Plain,2300-1500B.C.,Asian Perspectives,59（2）,1-31,2020. 

[3]同[1]。 

[4]同[2]a。 

[5]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见《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

科学出版社，2008年。 

[6]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8年第 4期。 

[7]a.《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80～82、171、270、405、406

页。 

b.《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 109～115页。 

c.陈国梁：《二里头遗址铸铜遗存再探讨》，《中原文物》2016年第 3 期。 

[8]a.《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 121、122页。 

b.陈国梁、李志鹏：《二里头遗址制骨遗存的考察》，《考古》2016年第 5期。 

[9]《二里头：1999～2006》第 337、338页。 

[10]在《二里头：1999～006》报告中散见，此处不详列页码。 

[11]许宏、刘莉：《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 1期。 

[12]同[8]b。 

[13]杜金鹏先生最早提出“井”字形道路“至少可以把整个遗址划分为九个区域”。

参见注释[2]b。 

[1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发掘资料。 

[15]笔者曾根据二里头都邑构成的主体要素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的变化情况，将

四期晚段分为 4个阶段，详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探析》，《南方

文物》2016年第 4期。下文对四期晚段的阶段划分方案均来自该文。 

[16]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发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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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相关情况可参见下列论著： 

a.《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28～38页。 

b.《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 69～80页。 

c.《二里头：1999～2006》第 50～118页。 

d.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见《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二里头陶器分期初论》，见《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1998年。 

[18]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宫城第五号宫殿

建筑基址》，《考古》2017年第 10期。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 1号基址发

掘简报》，《考古》2003年第 5期；《河南安阳市洹北商城宫殿区二号基址发掘简报》，《考古》

2010年第 1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第 391～395

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21]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 562～600

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b.《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 227页。 

[22]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

《考古学报》1979年第 1期。 

b.郑若葵：《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原文物》1995年第 3期。 

c.唐际根：《殷墟家族墓地初探》，见《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d.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 99～11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e.唐际根、荆志淳：《安阳的“商邑”与“大邑商”》，《考古》2009年第 9期。 

（责任编辑 刘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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